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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反生产行为（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ＷＢ）是在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员工有意识

地违反组织规定、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构成危害的角色外行为（Ｖａｒｄｉ 和 Ｗｅｉｔｚ，
２００３［１］；Ｃｈａｐｐｅｌｌ 和 Ｄｉ Ｍａｒｔｉｎｏ，２００６［２］；Ｓｐｅｃｔｏｒ 等，２００６［３］ ），其表现形式多样，如旷工、迟到、消极

怠工、不按流程操作、盗窃公司财产、蓄意破坏、对同事进行人身攻击或辱骂、传播流言、拉帮结派

等。 有关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四分之三的员工至少对雇主实行过一次盗窃行为，员工偷窃产生的财

务费用估计每年为 ５００ 亿美元（Ｃｏｆｆｉｎ，２００３） ［４］。 在中国，利用公款报销私人消费、迟到早退、消极

配合同事、工作时间娱乐等反生产行为在工作场所时有发生（王娟等，２０１７） ［５］。 随着经济飞速发

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反生产行为呈现出利用公司资源非法牟利，对公司不合规交易视而不见、
保持缄默等更隐蔽但破坏性更大的行为模式。 据报道，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数据泄露事件曝光之前，公司

部分员工在可以预见数据泄露会给公司带来伤害的情况下，依然利用公司资源进行数据窃取、数据

交易的行为，最终“数据泄露门”使公司遭遇了极大的信任危机和股价暴跌（新浪科技，２０１９） ［６］。
可见，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不仅会增加组织生产和运营的成本，扰乱组织内部的稳定，损害企业的经

营业绩，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暴露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重大问题，使企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甚至面临法律追责和破产的危险。 因此，在当今社会，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不仅仅是员工个人的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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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外行为，更是与组织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 如何最大化地降低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成为一

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反生产行为的研究已经受到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学

者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且国外研究较为成熟，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中国情

境下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尚不明晰。 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引发员工反生产

行为的个人、组织、工作和情境（Ｏｐｐｌｅｒ 等，２００８［７］；Ｆｏｘ 等，２００１［８］；Ｆｏｘ 和 Ｓｐｅｃｔｏｒ，２００２［９］；Ｐｅｎｎｅｙ
和 Ｓｐｅｃｔｏｒ，２００５［１０］）等因素，从情绪反应、归因、认知失调等研究视角出发，去探讨影响反生产行为

产生的机制，试图寻求降低反生产行为发生的对策。 当前对于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组织因素的研究

比较分散，缺少对影响因素体系化、系统化的整合。 其中，组织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策略、组织环境

等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组织因素，与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内容密切相关。 同时，不同的组织伦理氛

围、伦理文化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同：在功利性、私利性伦理氛围下，员工从事反生产行为的可能

性较高。 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对内部员工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和公平的就

业环境、晋升途径，会使员工感知到一种非功利性组织伦理氛围和伦理文化，将对员工的反生产行

为产生抑制作用。 反之，企业若不承担社会责任，从事非伦理行为，将有可能带动员工更频繁地做

出反生产行为。 可见，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组织因素进行考虑，具有深远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一方面，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利益密切相关，其内容更加体系化，可以有效拓展

和整合反生产行为的组织前因；另一方面，为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来有效降低员工反生产行

为提供有益思路和现实指导。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综合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多重绩效指标的

基础上，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部分基于组织层面，即企业社

会责任对组织绩效（Ｇｒｉｆｆｉｎ 和 Ｍａｈｏｎ，１９９７［１１］；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和 Ｓｉｅｇｅｌ，２０１５［１２］ ）或组织声誉（Ｂｒａｍｍｅｒ
和 Ｐａｖｅｌｉｎ，２００４） ［１３］的影响，而较少关注个人层面，即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影响。 员工作为企业

内部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Ａｇｕｉｌｅｒａ 等， ２００７ ） ［１４］。 Ｒｕｐｐ 和 Ｍａｌｌｏｒｙ
（２０１５） ［１５］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个人层面出发，提出了微观企业社会责任（Ｍｉｃｒｏ⁃ＣＳＲ）的
概念，围绕 ＣＳＲ 对利益相关者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展开研究，特别是聚焦 ＣＳＲ 对员工态度和行

为的影响研究。 目前 Ｍｉｃｒｏ⁃ＣＳＲ 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研究：一是 ＣＳＲ 对潜在员工的影响，即 ＣＳＲ
在招聘环节对求职者的吸引力研究（Ａｌｂｉｎｇｅｒ 和 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００［１６］；Ｂａｃｋｈａｕｓ 等，２００２［１７］ ）；二是

ＣＳＲ 对组织内部员工的影响（Ｊｏｎｅｓ 等，２０１７） ［１８］，主要从信任、社会交换、社会认同等角度探讨 ＣＳＲ
对员工组织认同（Ｃａｒｍｅｌｉ 等，２００７［１９］；Ｆａｒｏｏｑ 等，２０１７［２０］ ）、工作投入（Ｇｌａｖａｓ 和 Ｐｉｄｅｒｉｔ，２００９） ［２１］、
离职倾向 （ Ｃａｒｎａｈａｎ 等，２０１７） ［２２］、组织公民行为 （ Ｌｉｎ 等，２０１０［２３］；张爱卿等，２０１０［２４］； Ｊｏｎｅｓ，
２０１１［２５］）等态度、行为变量的影响。 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积极情绪和角色外行为的研究相对

较多，而对员工消极情绪和角色外行为（如反生产行为）的研究仍非常匮乏，并且其影响机制缺乏

深入系统的分析。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和现实需求，本研究重点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检验内部企业社

会责任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其次，检验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最后，检验个人道德标准在组织认同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本研究在理论上

搭建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框架，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二者的作用机制

以及组织认同和个人道德标准在此机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不仅拓展了反生产行为的

前因变量，同时亦拓展了微观企业社会责任（Ｍｉｃｒｏ⁃ＣＳＲ）对消极组织行为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
本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提出降低员工反生产行为，有效激励员工，促进企业积极稳定发展的有

效措施，对企业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１３１

２０１９ 年 第 ８ 期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反生产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 Ｂｏｗｅｎ（１９５３） ［２６］ 提出，他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商人所承担的

按照社会广泛认可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来推行相关政策、制定相应的决策和遵循相应行动标准的

义务。”之后几十年，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内涵、维度进行了探索，但尚未取得明确

统一的概念界定。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 ＣＳＲ 的定义，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１）Ｃａｒｒｏｌｌ 的金字塔结构。 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９７９） ［２７］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寄希望于企业履行的

义务，包括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种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是最底层的责

任；其次，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最高层是慈善责任，它们自下而上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
Ｃａｒｒｏｌｌ 对 ＣＳＲ 的定义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也奠定了 ＣＳＲ 研究的基础框架。

（２）利益相关者观。 该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通过自愿地对其资源合理配置，以达到

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进而最终实现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构建与质量提升目的的一项重要投

资（刘凤军等，２０１７） ［２８］。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１９９５） ［２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一种管理和满足对各利

益相关者（例如股东、客户、供应商等）需求的能力；Ｗｅｒｔｈｅｒ 和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１０） ［３０］ 基于利益相关者

观，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外部企业社会责任。 其中，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是指

企业关注内部员工的管理实践活动，包括员工培训、继续教育、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多样化的政策

和符合伦理道德的劳动等（Ｂｒａｍｍｅｒ 等，２００７［３１］；Ｔｕｒｋｅｒ，２００９［３２］ ）；外部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

区、环境、消费者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责任（ Ｅｌ Ａｋｒｅｍｉ 等，２０１８） ［３３］。 本研究基于

Ｗｅｒｔｈｅｒ 对 ＣＳＲ 的界定，重点探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ＳＲ）对员工这一企业重要的人力资

本和价值创造主体的影响。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之间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而社会则是个人行为交换的结果

（Ｈｏｍａｎｓ，１９５８） ［３４］。 人们在社会中可供交换的资源不仅有物质资源，还有情感、信息、声誉、赞赏、
支持等非物质资源（Ｂｌａｕ，１９６４） ［３５］。 个人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总会对其付出与回报进行比对与

评估，并不断寻求使社会交换收益最大化的手段。 社会交换理论是阐释企业中员工个体行为的重

要理论支撑。 若企业能提供丰厚的薪酬福利、良好的组织氛围、广阔的晋升通道等资源，员工也会

相应地以增加工作投入、维护组织声誉和形象、做出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如组织公民行为）
等方式回报组织（Ｃｒｏｐａｎｚａｎｏ 和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２００５） ［３６］。 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个体行为间也存

在社会交换关系。 有关研究亦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能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主动性（何显富等，
２０１１［３７］；张振刚等，２０１２［３８］），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Ｈａｍｅｅｄ 等，２０１６） ［３９］，正向预测员

工的组织承诺（Ｔｕｒｋｅｒ，２００９） ［３２］，使员工自发地做出能够提升组织绩效的行为。 由此可见，企业社

会责任能促使员工产生积极的态度情绪和角色外行为，以此来回报组织的“付出”。 那么，如果企

业降低或不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相当于企业减少了用于交换的“资源”，是否会促使员工以消

极的反生产行为加以“交换”呢？
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和 Ｃｌａｒｋ（１９８３） ［４０］研究显示，当员工感知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强工作满意

感，从而更投入地工作，较少从事反生产行为。 Ｖｉｓｗｅｓｖａｒａｎ 等（１９９８） ［４１］ 的研究显示，如果员工认

为所在组织是充满关爱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将会提升他们的自我概念，促使员工停止反生产行为；
如果员工认为组织只关心经济利益，更易做出反生产行为。 当企业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会使员工

产生一种该企业是不负责任的感知，进而产生负面情绪并增加针对组织的反生产行为的可能

（Ｙａｎｇ 和 Ｄｉｅｆｅｎ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９） ［４２］；Ｓｈｉｎ 等（２０１７） ［４３］ 的研究表明，感知到的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组织情

感承诺间接负向地影响组织导向、同事导向和客户导向的反生产行为。 可见，根据社会交换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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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企业不能很好地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降低用于交换的“资源”，会使员工感知到自己对组织

的贡献没有得到相对等的回报，进而产生报复组织以获取公平待遇的动机，做出反生产行为。 因

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Ｂｅｎｎｅｔｔ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０） ［４４］将反生产行为划分为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ＣＷＢ⁃Ｏ）和人际导向

反生产行为（ＣＷＢ⁃Ｉ），该二维模型最受学者们认可。 其中，对组织造成损害的行为，例如故意拖延

工作、利用工作时间处理私事等行为，被称为“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对同事的伤害行为，例如对

同事进行言语侮辱、散布谣言、消极配合等行为被称为“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企业在通过承担

内部社会责任与员工降低反生产行为的“交换”过程中，如果减少交换资源，不仅会促使员工产生

负面情绪，显性地降低对组织付出，做出针对组织的反生产行为（ＣＷＢ⁃Ｏ），还会使其将对组织的不

满蔓延到同事身上，做出人际导向的反生产行为（ＣＷＢ⁃Ｉ）。 同事是组织的重要人力资本，针对同

事的反生产行为不仅会影响团队配合，降低工作效率，也会对同事身心造成消极影响，甚至造成

核心员工离职等行为，从而隐性地对组织绩效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本研究在对反生产行为的探

讨中，采用 Ｂｅｎｎｅｔｔ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的二维结构，希望深入探究基于中国“以和为贵”文化背景，企业内

部社会责任影响员工做出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强度是否一样？ 员工在

感知到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是选择做出组织导向的反生产行为，还是人际导向的反生产

行为？ 故本研究分别探讨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反生产行为两个维度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Ｈ１ａ：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Ｈ１ｂ：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２． 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以 Ｈｅｎｒｉ Ｔａｊｆｅｌ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通过社会分类与社会比较形成

社会认同，即个体首先下意识地根据某些特性将社会中的人、事、物进行分类，将群体与自我的特征

进行比较，并基于比较结果将自我归入某群体，生成一种个体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知觉，完成自

我归类；之后，个体会通过群体间的比较，产生所在群体比其他群体优秀的认知，进而对自己所在的

群体产生社会认同。 在此基础上，个体会倾向于将积极正面的特征与自身所在的群体联系在一起，
产生内群体偏好，进而支持、拥护他所认同的这一群体（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和 Ｍａｅｌ，１９８９［４５］；Ｔｅｒｒｙ 和 Ｈｏｇｇ，
１９９６［４６］；张麟等，２０１７［４７］），同时通过将自我归入较为优越的群体，可以促进个体自我概念和自尊

的提升；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 和 Ｍａｅｌ （ １９８９ ） ［４５］ 最早将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组织认同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Ｉ），认为组织认同是成员在采用组织的特征来定义其自身特征时所产生的心理归属

感，是组织内的一种社会归类，个体将组织与个人的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组织与自己荣辱与

共；Ｄｕｔｔｏｎ 等（１９９４） ［４８］认为，组织认同属于个人与组织之间建立的一种认知联系，通过组织认同，
能使员工依据组织的特点来定义自己；Ｃｈｅｎｅｙ（１９８３） ［４９］ 认为，组织认同是个人将其与社会环境要

素（包括情感依恋、组织忠诚、组织成员及其与组织之间的相似性等）积极联系的过程；Ｒｉｋｅｔｔａ
（２００５） ［５０］基于已有研究提出，组织认同是“个体把自己和组织视为一体的自我认定（社会学角

度），它是个体认知并内化组织价值观的结果（认知角度），表现为个体对于组织在归属感、自豪感

和忠诚度等方面流露出的情感归依（情感角度）”。
企业社会责任被员工视为一种评估其雇佣组织吸引力和独特性的显著信号（Ｃａｒｍｅｌｉ 等，

２００７） ［１９］，是员工认同的重要驱动力（Ｆａｒｏｏｑ 等，２０１７） ［２０］。 根据组织认同理论，如果企业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对外会在社会中树立一种积极的企业形象，增强员工的组织自豪感；对内通过提供优越

的员工福利，增强员工的自尊。 总体来说，使员工通过对所在企业与其他企业对比，形成有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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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认同，认为自己所在企业优于其他企业，进而形成积极的组织认同。 组织认同已被多位国内

外学者用于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Ｔｕｒｂａｎ 和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１９９７） ［５１］。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

任会有效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Ｋｉｍ 等，２０１０［５２］；Ｇｌａｖａｓ 和 Ｇｏｄｗｉｎ，２０１３［５３］ ），而组织声誉（Ｉｙｅｒ 等，
１９９７） ［５４］、组织信任 （ Ｒｏｅｃｋ 和 Ｄｅｌｏｂｂｅ，２０１２［５５］；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２０１４［５６］ ） 和组织自豪感 （ Ｌｉｎ 等，
２０１０［２３］；张倩等，２０１５［５７］ ）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认同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Ｈａｍｅｅｄ 等（２０１６） ［３９］通过对巴基斯坦五家大型跨国公司 ４１４ 名员工的调研，证明了内外部企业社

会责任分别通过感知到的尊重和感知到的声誉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
因此，本研究推断，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待遇、职业培训和晋升机会，创

造公平的就业环境，维护和谐的劳资关系，使员工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有价值的，所在组织与其

他组织相比充满了优势和组织吸引力，从而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和自豪感，进而有效提升员工

的组织认同。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的组织认同存在正向影响。
组织认同具有解释和预测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态度与行为的潜力，被视作反映员工与组织之间

潜在关系的一种关键心理状态（Ｆｏｒｅｍａｎ 和 Ｗｈｅｔｔｅｎ，２００２） ［５８］，这是由于：组织认同不仅能够降低

员工因具备多重身份所导致的模糊性，提高员工的目标感，还能够满足员工提升自我的愿望，促使

员工展现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来保持与组织之间的一致性。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对自己所归

属的某个群体做出积极的回应。 员工如果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感越强烈，其行为活动与组织利益就

越趋于一致，同时在完成组织任务时表现的更加努力（Ｄｕｔｔｏｎ 等，１９９４） ［４８］。 反之，若员工组织认同

不强烈，其与组织的匹配度较低，则更容易做出不利于组织利益的行为。 研究表明，组织认同可以

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业绩和学习主动性、增强有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降低离职意向等。 当员工

越信任所在组织及其领导，就越会依附于组织和组织中的成员们，进而较少地从事反生产行为

（Ｔｈａｕ 等，２００７） ［５９］。 因此，本研究推断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即员工组织认同感

越强，越不会做出“与组织利益不一致的行为”，例如反生产行为。 反之，若员工对所在企业缺少组

织认同，则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并做出不利于组织或同事的反生产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３：组织认同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Ｈ３ａ：组织认同对员工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Ｈ３ｂ：组织认同对员工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存在负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价值观的一种体现（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等，２００８） ［６０］。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仅

有助于企业在雇佣市场和求职者心中建立起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和雇主品牌，同时还可以促进企业

价值观与员工个人价值观的有机融合。 当员工意识到某些个人“自我概念”和组织的身份特征重

叠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Ｄｕｔｔｏｎ，１９９４） ［４８］，从而愿意从事一些对组织有利的角

色外行为，减少不利于组织的角色外行为，如反生产行为。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是增强员工组织认

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它通过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进而降低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因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Ｈ４：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Ｈ４ａ：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Ｈ４ｂ：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３．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调节作用

反生产行为是一种有损组织和组织成员利益的破坏性行为，无论后果轻微或是严重，均给对方

带来了伤害。 从行为的性质看，反生产行为均违反了一定的道德准则，属于不道德行为，因此，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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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员工是否做出以及做出多大程度的反生产

行为，会涉及到员工的个人道德决策和判断。
所谓个人道德标准（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ＥＩ）是一种用来做出道德判断的伦理系统，它为判断和解

决可能在道德上有疑问的行为提供指导（Ｈｅｎｌｅ 等，２００５） ［６１］。 Ｆｏｒｓｙｔｈ（１９８０） ［６２］将个人道德标准分

为两类：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 持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人，拥有一种固有的关注他人福利的兴趣，
坚持不伤害他人的原则，不管遇到多危险的情况，都会坚持其道德原则；而持相对主义道德标准的

人认为，在进行道德决策时，不存在绝对不变的道德准则，为达到较佳结果，伤害他人是必须的。 研

究发现，个人道德标准会影响其道德认知、判断和决策，持不同个人道德标准的个体面对同一道德

情景时，其道德决策上仍存在较大差异（Ｈｕｎｔ 和 Ｖｉｔｅｌｌ，１９８６） ［６３］。 具有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个人

更容易觉察道德相关的问题（Ｂｏｗｅｓ⁃Ｓｐｅｒｒｙ 和 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９） ［６４］，更加强调道德在实现组织效率和社

会责任方面的重要性（Ｓｉｎｇｈａｐａｋｄｉ 等，１９９５） ［６５］，且与人际偏差、组织偏差行为均呈现显著的负向

关系（Ｈｅｎｌｅ 等，２００５［６１］；曹羽男，２００５［６６］ ），个人道德标准可以有效预测员工的工作越轨行为

（Ｈｅｎｌｅ 等，２００５） ［６１］。
Ｈｅｎｌｅ 等（２００５） ［６１］曾提出，无论是组织情境还是个体特征都无法单独对员工越轨行为的产生

提供全面有效的解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越轨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高于其分别预测作用。 因此，本
研究将影响员工反生产的组织因素与个人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因

素、注重理想主义道德教育和集体主义观念的背景，力图更全面的构建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

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际研究，本文提出有关假设推断：具有较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个人

道德水平较高，对道德相关事务持有较高的敏感度，不愿意做出有损组织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故相

对于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其反生产行为的整体发生频率和破坏性均较低。 随着企业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营造出良好利他的组织伦理氛围，会导致员工组织认同增高。 组织认同度越高，越
会更加激发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维护组织利益的情绪以及与组织伦理氛围保持一致的行

为，从而有效降低其反生产行为；而具有较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认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是可以接受的，故无论组织认同与否，其整体反生产行为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基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是影响反生产行为的重要的个体层面因素，个人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越

高，其反生产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随着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增强，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负向

影响有所强化，因此，本文推断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程度会被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所调

节，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对组织认同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Ｈ５ａ：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较高时，组织认同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更强。
Ｈ５ｂ：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较高时，组织认同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更强。

三、 研究框架

本文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影响反生产行为的

组织因素，重点分析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并引入组

织认同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二者间的影响机制。
研究遵循认知—态度—行为的逻辑，从员工对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出发，探究其对组织认

同这一员工个人态度的影响，进而分析组织认同是否能显著影响员工做出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

反生产行为。 本文理论推理为：企业如果积极承担内部社会责任，做到关心员工薪酬福利、保障员

工合法权益，注重员工发展，会增强员工感知到的骄傲和尊重，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从而减少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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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消极工作、攻击同事等对组织构成破坏的反生产行为，以使自身行为与组织利益保持一

致。 反之，企业如果不能很好地承担内部社会责任，会使员工产生负面情绪，降低组织认同，进而做

出不利于组织的反生产行为。 在此过程中，作为个人固有的道德规范和伦理系统，个人理想主义道

德标准在组织认同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员工个人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越强，
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越强。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反生产行为影响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四、 数据分析

１． 数据收集和样本描述

本文根据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从东部、中部、西部选取北京、上海、山西、河北、陕西、内蒙

古等 ６ 个省市的 ６ 家企业在职员工各进行分层抽样调研，涉及金融保险、电子通信、生产制造、零售

等行业。 采取通过网络发放和纸质发放问卷两种形式，共发放 ３２０ 份问卷，剔除不合格问卷后，最
终得到有效问卷 ３０１ 份。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２０４ 人（６７􀆰 ８％ ），女性 ９７ 人（３２􀆰 ２％ ）；年龄

分布显示，２０ ～ ２５ 岁 ２２ 人（７􀆰 ３％ ），２６ ～ ３０ 岁 ６２ 人（２０􀆰 ６％ ），３１ ～ ３５ 岁 １３５ 人（４４􀆰 ９％ ），３６ ～ ４０
岁 ６７ 人（２２􀆰 ３％ ），４０ 岁以上 １５ 人（５􀆰 ０％ ），样本主要集中于 ３１ ～ ３５ 岁；从学历层次看，本科以下

学历 ４６ 人（１５􀆰 ３％ ），本科 ２２７ 人（７５􀆰 ４％ ）比例最高，硕士及以上学历 ２８ 人（９􀆰 ３％ ）；工作时间 １
年以内者 ２１ 人（７％ ），１ ～ ５ 年者 １６０ 人（５３􀆰 ２％ ），５ ～ １０ 年者 ９２ 人（３０􀆰 ６％ ），１０ 年以上者 ２８ 人

（９􀆰 ３％ ）；从工作职位来看，普通员工 ８７ 人（２８􀆰 ９％ ），基层管理者 １２２ 人（４０􀆰 ５％ ），中层管理者 ８８
人（２９􀆰 ２％ ），高层管理者 ４ 人（１􀆰 ３％ ）；年收入 ５ 万元以下者 ７５ 人（２４􀆰 ９％ ）、５ 万 ～ １０ 万元者 １４４
人（４７􀆰 ８％ ）、１０ 万 ～ ２０ 万元者 ７５ 人（２４􀆰 ９％ ）、２０ 万元以上者 ７ 人（２􀆰 ３％ ）。

２． 测量工具选取

（１）自变量：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在结合 Ｆａｒｏｏｑ 等（２０１７） ［２０］ 和何显富等（２０１０） ［６７］ 量表的基

础上，编制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量表，包括“企业能在管理过程中首先考虑员工的需求和期望”、
“与员工有关的管理决策都是公平的”等 ６ 个条目（α ＝ ０􀆰 ９２６）。 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分数越高代

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高。
（２）因变量：反生产行为。 采用 Ｂｅｎｎｅｔｔ 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０） ［４４］ 所开发的二维结构量表（α ＝

０􀆰 ９７４），共包含 １９ 个条目。 其中，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记作 ＣＷＢ⁃Ｏ）包括 １２ 个条目，人际导向反

生产行为（记作 ＣＷＢ⁃Ｉ）包括 ７ 个条目。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１ 表示从未如此，５ 表示总是如此，
分数越高，反生产行为的发生频率越高。

（３）中介变量：组织认同。 采用 Ｍａｅｌ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１９９２） ［６８］ 开发的组织认同测量量表（α ＝
０􀆰 ８１０），共包括“当有人批评本公司时，我会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当谈论本公司时，我常用我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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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他们”、“当有人赞扬本公司时，感觉像是赞扬我自己”等 ６ 个条目。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１ 表示

非常不同意，５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员工的组织认同度越高。
（４）调节变量：个人道德标准中的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采纳 Ｆｏｒｓｙｔｈ（１９８０） ［６２］开发的道德立场

量表（α ＝ ０􀆰 ９０５）。 该量表包括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１０ 项。 本文只选择理

想主义维度的 １０ 个条目，用以衡量员工的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包括：“不管是多轻微的程度，人们

应该确定自己的行为不会有意伤害他人”、“不管是多小的危险，人们都不应该让他人陷入危险”、
“不管可以得到多少好处，只要会对他人带来可能伤害的事情都是错的”等内容。 采用李克特五级

量表，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５ 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员工的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更高。
（５）控制变量：性别、年龄、职位和工资。 已有研究表明，男性更容易出现工作中的旷工（Ｊｏｈｎｓ，

１９９４） ［６９］、盗窃（Ｃｌａｒｋ 和 Ｈ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１） ［７０］、故意破坏（Ｄｅｍｏｒｅ 等，１９８８） ［７１］ 等行为。 年轻员工更

容易有盗窃、生产偏差、迟到和旷工行为（Ｌａｕ 等，２００３） ［７２］。 薪资较低者和社会地位较低者，更容

易产生员工越轨行为（Ｆｒａｎｋ，１９８９） ［７３］。 因此，本文特控制了性别、年龄、职位和工资水平四个变

量，以排除以上变量对反生产行为的潜在影响，避免其混淆变量间的关系。
３． 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和 Ｍｐｌｕｓ７􀆰 ０ 软件，在对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和

分层回归分析，进而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１）信度和效度检验。 一致性信度检验表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反生产行为、理想

主义道德标准四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２６、０􀆰 ８１０、０􀆰 ９７４、０􀆰 ９０５，均大于 ０􀆰 ７ 的水平，说明各分量

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量表是在已有量表基础上编制的量表，故首先

对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的六个条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０􀆰 ５，如表

１ 所示。 模型拟合情况良好，χ２ ＝ ３２􀆰 ５０８，ｄｆ ＝ ９，ＣＦＩ ＝ ０􀆰 ９４６，ＴＬＩ ＝ ０􀆰 ９１０，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９３，ＳＲＭＲ ＝
０􀆰 ０３９，表明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 １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量表因子载荷表

条目 因子载荷 Ｐ

ＣＳＲ１ ０􀆰 ６１４ ０􀆰 ０００
ＣＳＲ２ ０􀆰 ６００ ０􀆰 ０００
ＣＳＲ３ ０􀆰 ６８５ ０􀆰 ０００
ＣＳＲ４ ０􀆰 ６７４ ０􀆰 ０００
ＣＳＲ５ ０􀆰 ５１５ ０􀆰 ０００
ＣＳＲ６ ０􀆰 ６３８ ０􀆰 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之后，本文使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０ 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如表 ２ 所示）。 相比于其他的模型，
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 χ２ ＝ １８５４􀆰 ４６４，ｄｆ ＝ ６５５，χ２ ／ ｄｆ ＝ ２􀆰 ８３１，ＣＦＩ ＝ ０􀆰 ９４９，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８，
ＳＲＭＲ ＝０􀆰 ０６８）是最优的。 这表明，本文中的变量（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组织导向反生产

行为、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五个潜变量是不同的构念，
研究中涉及的变量收敛效度较好，可以在后面的分析中进一步使用。

（２）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容易出现同源偏差问题，故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

因素检验法对同源偏差进行检验（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０４） ［７４］。 将所有变量放入一个探索性因子分析

中，对未旋转的因子进行检验，共出现 １１ 个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公因子，可解释方差累计达 ６９􀆰 ９９２％ ，
未旋转的第一个公因子的最大方差解释变量为 ３４􀆰 １９３％ ，占总方差的 ４８􀆰 ８５３％ ，不存在单一因子

解释大部分方差的情况，因此，可以判定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
７３１

２０１９ 年 第 ８ 期



表 ２ 主要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五因子模型（基准模型）：内部企业社会

责任；组织认同；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理想主义道德

标准

１８５４􀆰 ４６４ ６５５ ２􀆰 ８３１ ０􀆰 ９４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８

四因子模型：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

同；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 人际导向反

生产行为；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３０９９􀆰 ９７９ ６５９ ４􀆰 ７０４ ０􀆰 ７１０ ０􀆰 １１１ ０􀆰 ０７５

三因子模型：内部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导

向反生产行为 ＋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组织认同 ＋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３３５２􀆰 ０７９ ６６２ ５􀆰 ０６４ ０􀆰 ６８０ ０􀆰 １１６ ０􀆰 ０８９

二因子模型：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 组织

认同 ＋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组织导向反

生产行为 ＋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３５７４􀆰 １６５ ６６４ ５􀆰 ３８５ ０􀆰 ６５４ ０􀆰 １２１ ０􀆰 ０９１

单因子模型：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 组织

认同 ＋ 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 人际导向

反生产行为 ＋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４６８４􀆰 ３５６ ６６５ ７􀆰 ０４４ ０􀆰 ５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３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变量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 Ｋｅｎｄａｌｌ 的 ｔａｕ⁃ｂ（ｋ）方法检验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矩阵（Ｎ ＝ ３０１）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 ３􀆰 ８７０ ０􀆰 ６２２ １􀆰 ０００
２． 组织认同 ３􀆰 ９９９ ０􀆰 ６４５ ０􀆰 ３８８∗∗ １􀆰 ０００
３．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１􀆰 ８４２ １􀆰 ０６３ － ０􀆰 １２１∗∗ － ０􀆰 ３００∗∗ １􀆰 ０００
４． 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２􀆰 ０９２ ０􀆰 ９５８ － ０􀆰 ３１１∗∗ － ０􀆰 ３２５∗∗ ０􀆰 ４９７∗∗ １􀆰 ０００
５．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 ４􀆰 ０３７ ０􀆰 ７０７ ０􀆰 ３８３∗∗ ０􀆰 ４５０∗∗ － ０􀆰 ２６０∗∗ － ０􀆰 ３３２∗∗ １􀆰 ０００

　 　 注：∗∗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从表 ３ 可知，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３８８，ｐ ＜ ０􀆰 ０１），与组织导向反

生产行为（ ｒ ＝ － ０􀆰 ３１１，ｐ ＜ ０􀆰 ０１）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ｒ ＝ － ０􀆰 １２１，ｐ ＜ ０􀆰 ０１）呈显著负相关，与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显著正相关 （ ｒ ＝ ０􀆰 ３８３， ｐ ＜ ０􀆰 ０１ ）； 组织认同与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 ｒ ＝ － ０􀆰 ３２５，ｐ ＜ ０􀆰 ０１）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显著负相关（ ｒ ＝ － ０􀆰 ３００，ｐ ＜ ０􀆰 ０１），与理想主义道

德标准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４５０，ｐ ＜ ０􀆰 ０１）；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与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ｒ ＝ － ０􀆰 ３３２，
ｐ ＜ ０􀆰 ０１）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ｒ ＝ － ０􀆰 ２６０，ｐ ＜ ０􀆰 ０１）显著负相关。 该结果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

了必要的前提。
（４）回归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分层回归检验研究假设。 回归数据如表 ４ 所示：
１）主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以内部企业社会责任为自变量，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和人际导向反

生产行为分别为因变量，加入性别、年龄、职位、工资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模型 ２、模
型 ６。 结果显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β ＝ － ０􀆰 ４４３，ｐ ＜ ０􀆰 ００１）和人际导向反

生产行为（β ＝ － ０􀆰 ２６７，ｐ ＜ ０􀆰 ００１）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Ｈ１、假设 Ｈ１ａ、假设 Ｈ１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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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组织认同 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控制

变量

性别 ０􀆰 １１７∗ － ０􀆰 １０３ － ０􀆰 ０６６ － ０􀆰 １１８ － ０􀆰 ０８０ － ０􀆰 １６８∗∗ － ０􀆰 １３３∗ － ０􀆰 ３３６∗∗ － ０􀆰 １５２∗∗

年龄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６０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４８
职位 － ０􀆰 １４５∗∗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２５ －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４３ ０􀆰 １７６∗∗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４ ０􀆰 １０８
工资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８８ ０􀆰 １１３ ０􀆰 ０８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１

自变

量

内部企业

社会责任
０􀆰 ５４３∗∗∗ － ０􀆰 ４４３∗∗∗ － ０􀆰 ２７１∗∗∗ － ０􀆰 ２１９∗∗∗－ ０􀆰 ２６７∗∗∗ － ０􀆰 １０５ － ０􀆰 ０３７

中介

变量

组织

认同
－ ０􀆰 ３１７∗∗∗－ ０􀆰 ４９７∗∗∗ － ０􀆰 ２４９∗∗∗ － ０􀆰 ２９７∗∗∗－ ０􀆰 ３６３∗∗∗ － ０􀆰 ２０６∗∗

调节

变量

理想主义

道德标准
－ ０􀆰 ３４２∗∗∗ － ０􀆰 １９４∗∗ － ０􀆰 ４０１∗∗∗ － ０􀆰 ２５７∗∗∗

交互

项

组织认同∗
理想主义

道德标准

－ ０􀆰 ２２３∗ － ０􀆰 １０６∗ － ０􀆰 ２３２∗ － ０􀆰 １１２∗

Ｒ２ ０􀆰 ２９４ ０􀆰 １９９ ０􀆰 ２６９ ０􀆰 ２１３ ０􀆰 ２９７ ０􀆰 １０７ ０􀆰 １６９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４
△Ｒ２ ０􀆰 ２８２ ０􀆰 １８５ ０􀆰 ２５５ ０􀆰 １９４ ０􀆰 ２７８ ０􀆰 ０９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９４ ０􀆰 １９２
Ｆ ２４􀆰 ５４１ １４􀆰 ６２９ １８􀆰 ０７７ １１􀆰 ３０７ １５􀆰 ４１３ ７􀆰 ０９０ ９􀆰 ９９８ １１􀆰 ３０７ ９􀆰 ９１１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以组织认同作为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影

响的中介变量，采用温忠麟等（２００４） ［７５］提出的判断中介效应的三个步骤进行检验。 首先，由模型

２、模型 ６ 可知：自变量“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因变量“反生产行为”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由模型 １
可知，自变量“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组织认同”（β ＝ ０􀆰 ５４３，ｐ ＜ ０􀆰 ００１）。 故

中介效应检验的前两个条件得到满足，且假设 Ｈ２ 成立。 之后，将自变量、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

方程。 模型 ３ 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认同同时纳入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内

部企业社会责任（β ＝ －０􀆰 ２７１，ｐ ＜０􀆰 ００１）和组织认同（β ＝ －０􀆰 ３１７，ｐ ＜０􀆰 ００１）均负向影响组织导向反

生产行为，但自变量的影响效应减弱，故组织认同部分中介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导向反生产行

为的关系。 模型 ７ 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认同纳入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回归，结果显示组

织认同（β ＝ －０􀆰 ２９７，ｐ ＜ ０􀆰 ００１）显著负向影响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但是内部企业社会责任（β ＝
－０􀆰 １０５，ｐ ＞０􀆰 ０５）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消失，故组织认同完全中介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

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假设 Ｈ３、假设 Ｈ３ａ、假设 Ｈ３ｂ得到检验。 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

反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设 Ｈ４、假设 Ｈ４ａ、假设 Ｈ４ｂ成立，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得到检验。
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消除共线性，本文首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

进行了去中心化，之后构造二者的乘积项。 模型 ４ 和模型 ８ 分别以组织认同、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及

二者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以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研究结果显示：交互项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β ＝ － ０􀆰 ２２３，ｐ ＜ ０􀆰 ０５）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

（β ＝ － ０􀆰 ２３２，ｐ ＜ ０􀆰 ０５）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在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

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深入解析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调节作用，采用 Ａｉｋｅｎ 和 Ｗｅｓｔ
（１９９１） ［７６］的处理方式将二者的交互作用进行分解，并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２、图 ３ 所示）。
结果显示：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高时（高于均值 １ 个标准差，ｂ ＝ － ０􀆰 ８４，Ｐ ＜ ０􀆰 ０５），组织认同对组

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负向作用比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低时（低于均值 １ 个标准差，ｂ ＝ － ０􀆰 ４４，Ｐ ＜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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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会明显增强。 同样地，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高时 （高于均值 １ 个标准差， ｂ ＝ － ０􀆰 ６８，
Ｐ ＜ ０􀆰 ０５），组织认同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负向作用比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低时（低于均值 １ 个

标准差，ｂ ＝ － ０􀆰 ２６，Ｐ ＜ ０􀆰 ０５）会明显增强。 可见，相比于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具有高理想

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的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
从图 ２、图 ３ 可以看出，对于组织认同度高的员工，较高的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会有效降低其组

织导向反生产行为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而对于组织认同度低的员工，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对其反

生产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图 ２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对组织认同与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３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对组织认同与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模型 ５ 将组织认同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交互项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回

归模型中。 交互项显著负向影响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β ＝ － ０􀆰 １０６，ｐ ＜ ０􀆰 ０５），模型解释度由模型 ３
的２５􀆰 ５％提升至２７􀆰 ８％，表明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较高时，组织认同对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更

强。 模型 ９ 将组织认同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交互项引入企业社会责任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回

归模型中。 交互项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显著负向影响（β ＝ －０􀆰 １１２，ｐ ＜０􀆰 ０５），模型解释度由模型 ７
的１５􀆰 ３％提升至１９􀆰 ２％，表明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较高时，组织认同对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更

强。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显著调节了组织认同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假设 Ｈ５、假设 Ｈ５ａ、假设 Ｈ５ｂ成立。

五、 结论与管理启示

１． 研究结论

本文重点探讨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引入组织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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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哲，张爱卿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工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作为调节变量来解释二者间的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内部企业社会

责任负向影响员工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反生产行为；二是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向影响组织

认同；三是组织认同负向影响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四是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导向反

生产行为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五是组织认同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的

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六是员工理想主义道德标准显著调节了组织认同与反生产行为的关系，
当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较高时，组织认同对员工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反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更强。

可见，内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进而对员工组织导向反生产行为

（ＣＷＢ⁃Ｏ）和人际导向反生产行为（ＣＷＢ⁃Ｉ）产生负向影响，即企业对内部员工承担的社会责任越

好，越会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从而降低员工抵制上司、对相关部门扯皮、出卖公司情报等人际导向

的反生产行为以及钻空子、消极服从、保守知识、撒谎等组织导向的反生产行为。 如果企业不积极

承担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则会极大地降低员工的组织认同，促使员工做出反生产行为。 在此过程

中，相对于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具有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更能感知到与道德相关

的问题，其组织认同对反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强度更大。
２． 理论贡献

（１）本文拓展了反生产行为的前因变量和产生机制。 现有文献中关于影响反生产行为的组织

因素，主要包括组织政策、组织伦理氛围、组织绩效考核和薪酬策略等，本文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影

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组织因素进行分析，建立起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增强员工组织认同进而降低员

工反生产行为的分析框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为治理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影响

反生产行为的个人因素，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五人格个体情感特质、控制点等

因素，极少考虑道德因素和个人道德标准。 本文将个人道德标准作为影响反生产行为的调节变量，对
当前学术界对于个人道德标准与道德行为、反生产行为关系实证研究的相对不足进行了有益补充。

（２）本文弥补了微观企业社会责任（Ｍｉｃｒｏ⁃ＣＳＲ）对员工消极行为及其影响机制方面研究的不

足。 已有的 Ｍｉｃｒｏ⁃ＣＳＲ 研究主要集中于 ＣＳＲ 对员工积极的态度、情绪和角色外行为的影响，而对

于消极态度、情绪和角色外行为的研究较少。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究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

工反生产行为这一消极角色外行为的影响，揭示了其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同时，反生产行为被纳

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后效研究领域，拓展了微观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范畴，弥补了其对员工消极行为

影响方面研究的不足。
（３）本文实现了社会交换理论和组织认同理论的有机整合。 已有研究大多单一地引用社会交

换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用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态度、行
为的作用机制，很少将某几个理论有机整合来分析问题。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体与组织之间的交

换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交换，还包括诸如组织支持、自尊和信任等心理层面的交换。 在交换过程

中，员工的社会情绪需要得到满足，促使其产生一种回报组织的义务感，从而自发地做出有利于组

织的行为（沈伊默，２００７） ［７７］。 同时，社会情绪需要的满足会进一步增强个体对组织的责任感，使员

工感到自己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增强其组织认同。 组织与员工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越稳

定、紧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越强烈，二者的交换关系也逐渐超越了经济交换关系：员工会自发地做

出积极的角色外行为，自觉地抑制反生产行为等消极的角色外行为，以此“回报”组织。 组织认同

可以通过社会交换来实现。 因此，本文在分析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中，
将社会交换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有机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揭示了在企业承担内部社会责任

的过程中，员工与企业存在着社会交换关系，在交换的同时，企业积极承担内部社会责任，为员工提

供优质“交换资源”，会使员工的“社会情绪需要”得到满足，促使员工形成组织认同，进而自发地维

护组织利益，有效降低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反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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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管理启示

（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升员工组织认同。 企业积极承担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固

然重要，但对于员工来说，更关心的是企业对组织内部的社会责任，因为这与员工的利益和发展息

息相关。 因此，企业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的价值，积极履行对员工的社会

责任，及时了解员工的需求，为其提供优越完备的工资福利、医疗保险，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职业

上升途径等。 良好的内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不仅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还会使员工产

生被尊重的感觉，而外部声誉和内在的尊重感知都会显著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 员工的组织认同

会使员工自发地将组织成败和个人成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行动维护组织价值和利益，进而有效降

低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反生产行为。 反之，当企业频繁出现员工消极怠工、攻击领导和同事、盗窃财

物等反生产行为时，企业管理者应引起警觉，反思在内部社会责任承担和组织公平方面是否存在问

题，立即召集员工进行座谈交流，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２）注重道德标准考察，增加道德相关培训。 理想主义道德标准可以负向调节组织认同对员

工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反生产行为。 具有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不会因为对组织认同感

降低而极大增加其组织导向和人际导向的反生产行为，而随着组织认同的升高，会比持低理想主义

道德标准的员工更加降低其反生产行为。 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更能识别道德相关的问题，
更不容易做出反生产行为。 因此，企业在招聘环节，应重视员工个人道德标准的考察，通过笔试中

的心理测试和面试中相关环节的设计，有意识地多选拔招募具有高理想主义道德标准的员工；在培

训中，增加道德相关专题，以此提升员工的个人道德水平，进而降低反生产行为发生的概率。
（３）加强企业道德建设，培育组织伦理氛围。 立足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企业若想降低

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不能仅仅依靠规章制度等硬性控制，更应该加强组织伦理氛围等软环境建设。
因为中国文化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德治”，道德规范对中国人的行为约束比规章制度的约束性更

强。 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变组织伦理氛围来鼓励组织成员的道德行为和抑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也
可以鼓励和提倡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从而影响员工的个人道德标准。 因此，在日常管理中，企业应

加强道德文化的建设，通过鼓励、表扬道德模范，为员工树立榜样；在组织绩效考核和职位晋升中，
加入道德考核指标等途径，逐步培育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让员工对所在组织内究竟怎样的行为才

符合伦理规范的认识达成共识，通过企业尽责，带动员工尽责，上下联动，形成组织发展的良性循

环，有效杜绝反生产行为。
４． 研究局限性和展望

第一，调研样本存在局限性。 首先，本文重点调研了金融保险、电子通信、生产制造、零售等 ６
家企业的员工，没有集中某个特定行业或企业进行调研，缺乏行业代表性。 其次，调研对象均为中

国员工，没有对比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是否有所区别，因而研

究结果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适用性存在不够强的可能。 此外，调研样本量较小。 在今后的

研究中，可以重点考察特定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样本数量，
或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

第二，调研内容存在局限性。 本文重点考察了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没
有将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研究框架。 内部社会责任仅注重企业对员工承担的责任，而没有将企业

对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外部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研究范畴，故不能展现企业

社会责任的全貌。 今后可以研究内、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
第三，量表的局限性。 本文大多采用国外成熟量表，而中国具有特有的伦理道德标准，故“个

人道德标准量表”不一定适用中国国情和文化。 在个人道德标准的测度上，本文只选取了“理想主

义道德标准”维度，没有形成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与相对主义道德标准的对比分析。 今后可以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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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个人道德标准对员工组织认同及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第四，本文对于反生产行为的测度，采取员工自我报告形式，难以避免员工填写问卷时的自我

美化行为和同源偏差问题。 今后可采用员工自我报告与他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或者分阶段收取数

据的方式，以此降低数据同源偏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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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ｉｓｍ，ｌａｔ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ｉｓｍ，ｎ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ｔｅ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ｔｒｏ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ｌｙ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ｒ ｉｎｓｕｌｔ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ｓｐｒｅａｄ ｒｕｍｏｒｓ，ａｎｄ ｇａｎｇ 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ｈｏｗ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ｕｓ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ｆｉｔｓ ｏｒ ｔｕｒｎ ａ ｂｌｉｎｄ ｅｙ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ｎ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Ｆｅ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ＣＳＲ）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ｌａｎｋ，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ｈｏｗ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ｒｏｌ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ｃａｒ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ｌｅ ｔｏ ｏｐｅ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０１ ｖａｌｉ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６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ＳＲ ｃａ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ＷＢ⁃Ｏ ａｎｄ ＣＷＢ⁃Ｉ；（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ＳＲ ａｎｄ ＣＷＢ；（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ＷＢ．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ｂ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ＣＳＲ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１０，Ｍ１４，Ｄ２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９６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ｂｍｊ􀆰 ２０１９􀆰 ０８􀆰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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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哲，张爱卿　 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